
面，宋太祖赵匡

理学是一种时代思潮。理学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儒学在中

国封建社会中期的复兴过程。这个过程是同中国社会的发展相

适应的。

理学产生于北宋中期，它是当时社会改革运动的产

物。

北宋政权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长期藩镇割据的局

面。宋朝统治者为了不再重蹈覆辙，消除政权中的不稳定因

素，便致力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在兵制方

陆续解除节度使的兵权，逐步任命文臣代替

武将；将全国精兵收编为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枢密院调

动，轮流戍边；军队粮饷由中央设置的转运使负责供给；禁军

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制定作战方略，授以阵图。兵制

上的这些改革，旨在防止将领拥兵割据。在官制方面，一是加

强对地方州县的严密控制，变节度使为“无职掌”的虚衔，各州

直属中央，由皇帝直接委派的官吏管理政务，实行任期制，并

在知州之外设通判，使其与知州互相牵制。二是将中央权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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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了

中于皇帝，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均由皇帝直接统属，另

设御史台司监察，连科举取士权也归于皇帝。权力集中的结

果，大量官吏有官无职，机构臃肿，冗员激增。宋朝统治者为

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所作的努力，固然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方

镇太重，君弱臣强”的积弊，但又产生了新的弊害：军事权力

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将不能专其兵，平时则“兵无常帅，帅无

常师”，战时则将士“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严重地

军队的战斗力。在对辽和西夏的战争中，北宋接连败北，一直

处于劣势，造成了北宋国家“积弱”的现象。同时，庞大的官僚

机构和职业军队也给北宋政府造成了十分沉重的财政负担。此

外，还有对辽和西夏的巨额纳款。宋朝财政入不敷出，库府空

虚，连年赤字，北宋国家“积贫”的现象也逐渐显露出来。

在经济制度上，北宋逐渐废弃了均田制，允许土地自由买

卖。宋朝官吏不象唐代那样有规定的职分田，而是可以随意购

置田产成为地主，地主通过科举也可以成为官吏。官吏和地主

合为一体，占有全国大部分土地。地主占有土地，主要以租佃

方式剥削佃农。佃农按收获量的一定比例（通常是五成以上）

缴租，当收获量提高时，收入就可能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

上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他们比以前关心生产，关心生产工

具和技术的改进，从而促进了宋代农业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兴

盛。此外，北宋厢军（即所谓冗兵）承担国家劳役，也使农民

得以集中精力精耕细作，成为北宋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的一个重

要条件。但是，均田制的废弃也加速了土地兼并和集中的过

程。宋太宗时，已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了。

尔后，土地兼并和集中的情形日趋严重，到宋仁宗时，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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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已成俗”（《宋史

志》，《宋史》第

食货

页，中华书局标点本）。土地的兼并和集

中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大批农民丧失土地，破产亡

业，骨肉离散，转死沟壑，有的则走上了起义反抗的道路。另

一方面是政府赋税收入的减少。因为北宋实行按田亩征收赋税

的“两税法”，官品形势户享有免税特权，土地一旦落入这部分

人手里，便免输田税，这样，可供征收田税的土地就越来越

少。为了弥补税收上的损失，北宋政府就不断加重田赋，把负

担转嫁到中小地主和自耕农身上，进一步造成中小地主和自耕

农的破产。这样一来，北宋社会的阶级矛盾便日益尖锐

了。

在深刻的社会危机面前，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特别是一

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深为北宋国家的“积贫”、“积弱”的

状况担忧。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促使他们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和长远利益出发，要求在封建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一些改

革。到宋仁宗庆历年间，改革的呼声愈加高涨，形成了一股强

大的潮流。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宋仁宗于庆历三年（公元

年）支持范仲淹等人实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改革派

领袖范仲淹提出了新政纲领，即“明黜陟，抑侥倖，精贡举，择

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庆历新政的一些改革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因而遭到种种阻挠和反对，不到一年，新政就失败了。但是，

改革却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

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铨选资格》，《龙川文集》卷一

一）终宋仁宗之世，改革的呼声不绝。北宋中期是一个普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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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里掀起了“古文运动

年

求改革的时代。等到富于进取的宋神宗即位之后，就立即于熙

宁初年支持王安石实行大规模变法，史称“熙宁新政”。理学的

兴起与北宋中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有密切联系。

理学又是儒学复兴的产物。其蕴酿、发端可以追溯到唐代

的“古文运动”。

唐朝中期，统治集团内部党争激烈，宦官专权，藩镇割

据，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的矛盾日益加剧，社会危机不断加

深。唐顺宗时，以二王（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柳宗元、刘

禹锡、韩泰、韦执谊、陈谏、韩晔、凌准、程异）为代表的革

新派，实行了旨在反对大宦官掌握政权、兵权，打击地主分裂

割据势力的“永贞革新”。与政治上的革新相联系，在学术思想

页，人民出版社

。古文运动的口号是“文以载道”或“文

以明道”。“载道”、“明道”之“道”，是指儒家圣人之道。它表明

古文运动具有文学革新和儒学复兴的双重性质。古文运动的领

袖是韩愈和柳宗元。其中，作为“永贞革新”参与者和古文运动

倡导者之一的柳宗元，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寄

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集》第

版）为职志，积极提倡儒家的“大中之道”。同时，他又援释入

儒，作了“统合儒释”的尝试，力求为儒学的复兴寻找一条具体

道路。两宋理学家对于佛学采取既批判又吸收的态度，基本上

与柳宗元走着同一条道路。柳宗元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元气论哲

学，开始了从元气自然论向元气本体论的过渡。特别是他已初

步提出了道器关系问题，并论证了“道必及物”的思想，从而为

后来的理学道器论开以先声。柳宗元从政治改革的需要出发，

对传统儒学作了一定的改造，赋予它新的生命力，推动了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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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兴 。古文运动的另一领袖韩愈，在儒学复兴运动中代表

了又一倾向。他以辟佛著称，积极提倡孔子之道。为了捍卫儒

学，对抗佛老，他模仿佛老的作法，建立儒家的道统，提出千

古圣贤以“道”相授，“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

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

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这便是理

学道统说的嚆矢。此外，韩愈还表彰《大学》、《中庸》等儒

家经典，提倡以仁义为中心的儒家伦理道德和以诚敬为主的修

养方法。这些，都是理学的前兆。韩愈的弟子李翱在《复性

书》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性情学说，把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

天道性命问题后来成为理学家争论的重要课题。上述柳宗元和

韩愈二人，在如何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方面的具体主张虽然

有所不同，一个主张统合儒释，一个则坚决辟佛，但他们的主

导思想都是维护儒学、复兴儒学。古文运动作为一次儒学复兴

运动，为理学的形成作了思想理论准备。

理学的正式形成是在北宋中期。毫无疑问，它是以“庆历

新政”和“熙宁新政”两次社会改革为背景发展起来的。但是，作

为一种理论学说，它的产生和发展，必须以已有的思想资料为

基础。

庆历前后，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一股疑经思潮。所谓疑

经，就是对儒家经典的怀疑、否定和批判。自汉、唐迄于北宋

初年，学者治经，守章句训诂之学不移，各学派都固守师说，

年第①参见拙文：《柳宗元与儒学复兴》，载于《哲学研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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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命》

只在前人划定的规矩中思考，不敢越雷池一步。经有传，经传

有注疏，注疏又有注疏，代相授受，结果“圣经一言而训释百

言、千言”，皓首一经，“愈博而愈不知其要”（胡抵道：《语

录》，《紫山集》卷二六）。这种繁琐的章句训话之学传袭一

千多年，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使学术面临绝

路。至北宋庆历年间，学术思想界发生了显著变化。南宋陆游

叙述说：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

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

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威征》、《顾

《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王应

麟：《困学纪闻》卷八引）

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提出《系辞》非孔子所作，震动了当

时的思想界，是对传统思想的一次猛烈冲击。欧阳修以后，怀

疑经传的思想迅速发展，有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短短几十

年间，完全改变了宋代经学和学术思想的面貌。司马光在《论

风俗札子》中说：

新进后生，口传耳刹，读《易》未识卦艾，已谓《十

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

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

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

阁。

其实，就是司马光本人也怀疑《孟子》。可见，怀疑经传，已蔚

为风气，形成一股思潮。

怀疑经传引起了学术思想界重新研讨儒家经典的兴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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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

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经方法，即自由解经的方法。所谓自由

解经，就是摆脱章句训诂的束缚，着重发挥义理。这种方法，

在当时充满了革新精神，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庆历时期著名

的思想家，受这种疑经思潮的影响，大多“各出新意以解经，蕲

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钱大昕：《重刻孙明复小集序》）。

社会改革家兼思想家范仲淹提倡“经以明道，文以通理”，主张

解释儒家经典（尤其是《易》）要“随义而发”（《易义》，

《文正集》卷五）。号称“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

解经都主义理。胡瑗传授经义“必以理胜”，尤其是他的《周易

口义》，开有宋以来“以义理说易之宗”

是程颐易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孙复“不惑于传注”，主张

重新训释六经，考其“归趋”，推阐“微义”。他所著《春秋尊王

发微》，“上祖陆淳，下开胡安国”（《四库全书总目》），是

以义理解《春秋》的范例。石介同样注重表彰经旨，阐明微言

大义，企图从《周易》中发挥出一套“穷理尽性”之学。上述欧

阳修、范仲淹等人所代表的疑经思潮和自由解经方法，对儒家

经典的权威性作了一定程度的否定和批判，实际上是一次思想

解放运动。在这股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不仅汉唐经师们的

章句训诂之学衰落下去，就连儒家六经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时

代要求有新的理论学说，要求有代替六经的新的经典。而思想

家们对于儒家经典的重新研究，也使他们有可能从儒家经典，

特别是从他们所重视的《周易》、《中庸》、《大学》、《论

语》、《孟子》中，挖掘一些便于发挥出符合时代特点和需要

的义理的思想资料，创造新的学说。于是，儒学的一种新形态

义理之学，即理学，便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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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庆历前后出现的一批先进思想家，从指导和支持改革的需

要出发，纷纷提出指导改革的理论，成为理学的前驱，在哲学

上有所建树。范仲淹和欧阳修就是其突出的代表。范仲淹提

出，宇宙万物的根源是乾坤二仪，即阴阳二气。乾阳之气具有

运动的本性，是造化万物的“真宰”（《乾为金赋》，《文正

别集》卷二）。他把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及其作用称为

“神化”，把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则称为“理”。他还从“变革”思想

导出了社会改革的结论。范仲淹的哲学思想是直接服务于现实

的政治斗争的。欧阳修主张元气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元气融结

为山川，蒸发为云霓，生成为人物。他提出：“物无不变，变无

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明用》，《欧阳文忠全集》卷一

八）并且认为，既然“物有常理”，就有必要“穷极天地人神事

物之理”（《崇文总目叙释》，《欧阳文忠全集》卷一二四）。

穷理就是认识客观世界。理学的“穷理”说于此已见端倪。范仲

淹和欧阳修坚持以气作为世界的本原，是柳宗元的元气自然论

哲学向王安石、张载的气本体论哲学过渡的中间环节。他们又

都提出“理”甚至“天理”的范畴，其含义即通常所谓条理、规

律，尚未获得本体论的意义，但它对于理本体论的形成，无疑

具有一定的引发与刺激作用。

与此同时，开创宋代学术先河、“力肩斯道之传”（《宋元

学案》卷首《序录》）的胡瑗、孙复、石介等理学先驱，在哲

学上也各有很大贡献。胡瑗积极提倡所谓“明体达用”之学。他

以“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为体，而以“举而措

之天下，能润泽斯民”为用（见《安定学案》，《宋元学案》

卷一）。他关于“体用为本”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以道德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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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思想。他说：“命者， 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

者，修之；禀于天者，顺之。愚鲁辟

之者也。”（《安定学案

者，皆道其所短而使修

论语说》，《宋元学案》卷一）在这

志铭并序》，《徂徕石先生

里，他特别强调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胡瑗

的“明体达用”之学，也就是道德性命之学。孙复在《春秋尊王

发微》中所阐明的“微旨”，就是尊王之学。他要求正大义名

分，尊王反霸，实际上是推尊中央集权的封建礼乐制度，维护

封建等级秩序。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和孙复的“尊王”之学，

都可以看作理学政治伦理观的先导。至于石介的思想，则比胡

瑗和孙复更加明显地具有理学气味。他不仅言必称道统，“所

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未尝一日不诵于

口”（《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

页，中华书局文集》第 年版）；而且力图将君统与道

页 ）“ 天

统结合起来，声称“自夫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

文、武、周公、孔子至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也，无他

道也。”（《上刘工部书》，《徂徕石先生文集》第

下一君”、“中国一教”，说明君统与道统是统一的。他还进一

步认为，“道”即天地万物的根本，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自

然、社会和人都受“道”的支配。这与理学以“道”或“理”为最高

范畴的理本体论已相当接近了。

在熙宁新政期间，变法派领袖王安石提出“荆公新学”作为

变法的指导理论。“荆公新学”的理论基础是元气本体论的唯物

主义哲学。王安石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其中关于“元气”为道

的本体的元气本体论观点，关于性不可以善恶言、情接于物而

后动、情动而后善恶形的人性论观点，以及主张向外求索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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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论观点和作为例外的“圣智论”观点 ，表明荆公新学兼有同

时代理学思潮的特色。当时的学术界受改革思潮的激荡，思想解

放，产生了不少学派。较早出现的一批思想家，如张载，以气

作为宇宙的本体，建立了唯物主义的气本体论哲学。大体上可

以说，凡是在变法前期出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指导改革的

哲学思想体系，多数属于唯物主义。在北宋中期这一社会改革

运动高涨的时代，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也不例外，它由

于满足了时代的需要而得到了较充分的实现，它的发展同历史

的进程基本上是保持同步的。

巨大的历史事件常常影响甚至改变一个时代思想发展的进

程和方向。王安石变法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就是如此。王安石新

法措施迅速推行于全国，荆公新学也风靡思想界。整个北宋社

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随之沸腾起来。有人叫

好，有人反对。政界出现了变法与反变法的分野和斗争，学术

界也产生了新学与反对学派的对立和论辩。曾经一度支持变法

的程颢、程颐，在反变法派的影响与压力下，转到反对新法的

立场。他们对新学也相应地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以唯心主义为

基石，建立了唯心主义的理本体论哲学体系，使理学朝着唯心

主义方向迅速发展，成为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宋明理学的

典型形态。这个学派在历史上被称为洛学，以二程居住地洛阳

而得名。洛学在随后的演变过程中，分支别派，向不同的方向

发展。朱熹集其大成，以致理学发展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

①马振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

年版）对此有详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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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系最庞大、内容最丰富的理论学说，最终被确定为官方哲

学，雄据思想界达七百年之久，其影响至今犹存。

理学的形成、发展及其衰败，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

课题。洛学的源流就是这类重大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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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洛、关、闽四大学派是宋明理学的主干。作为四大学

派之一的洛学，不仅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而且是宋明理

学发展和演变的方向的决定者。因此，有必要对洛学进行动态

的研究，以便将宋明理学的研究引向深入。

洛学兴起于北宋中期。当时，学术界思想十分活跃，各种

学派纷纷形成，学派之间互相争鸣，彼此竞长争高。洛学的创

始人程颢、程颐，就是在这种学术争鸣的气氛中，开始从事理

论创造活动的。他们在创立自己的学说时，不能不受到同时代

各种学说的影响，也不能不受到其他学派的批评，并且同对立

学派展开斗争。可以说，洛学是在北宋中期的学派斗争中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探讨洛学与同时代主要学派的关系，将有助于

我们了解洛学的学术渊源和思想主旨。

程颢 程颐（简称二程）是不是周敦颐的弟子？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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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溪学案》下，《宋元学案》卷一

他们受过周敦颐怎样的影响？这是历史的疑案。它关系到二程

洛学思想的渊源、形成及其特点，有加以辨明的必要。

序录》中说：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

于

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

溪。是在高弟，荥阳吕公（希哲）已明言之，其孙紫

微（本中）又申言之，汪玉山（应辰）亦云然。今观二程

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并未得与马（司马光）、邵（雍）之

列，可以见二吕之言不诬也。晦翁、南轩始确然以为二程

所自出，自是后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虽疑之，

而皆未尝考及二吕之言以为证，则终无据。予谓濂溪诚入

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则必欲沟而合之，良无

庸矣。

在周、程师生关系问题上，全祖望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四点：

（一）二程少尝师事周敦颐；（二）二程之学主要出于“自得”；

（三）二程未曾传周敦颐之学；（四）二程之学出自周敦颐，虽

经朱熹和张栻首肯，然疑者相踵。基于上述四点，濂洛师承问

题，始终是个疑案。全祖望在《周程学统论》（《鲒埼亭集

外编》卷三）一文中，阐述了同样的观点。

在怀疑濂洛师承关系的学者中，又有“少尝师事”说和“未

尝师事”说的分歧。“少师”说以吕希哲和吕本中为代表。吕希

哲说：“二程初从濂溪游，后青出于蓝。”吕本中说：“二程始

从茂叔，后更自光大。”

外编》卷

二）二吕肯定二程少师周敦颐，但其学则高出周敦颐。“未师”

说以汪应辰为代表，认为“南安问道，不过如张子（载）于范

文正公（仲淹）”（《周程学统论》，《鲒埼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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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并没有说他兄

三）。此二说在二程师事周敦颐方面持论不一，而在二程不传

周敦颐之学方面则持论一致。二说所持论据是：（一）潘兴嗣

所作周敦颐墓志未录二程从游之事；（二）程颐所作《先公太

中家传》，称其父程珦“假倅南安军，一狱掾周敦实（敦颐原

名），年甚少，不为守所知。公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

学知道者，因与为友。”（《二程集》第

弟拜周敦颐为师；（三）二程对胡瑗必称胡先生而不称其字

“翼之”，对周敦颐则直称其字“茂叔”，一亲一疏，颇可怪异，

所以，“虽有吟风弄月之游，实非其师”（《濂溪学案》下，

《宋元学案》卷一二）；（四）二程终身未及“太极”之语，不

传周敦颐《太极图说》与《通书》。以上四条，不外传志不

载、不敬其人、不传其学三个方面。

二程集》

所谓传志不载，只是程颐所作《家传》和潘兴嗣所作墓志

而已。其他如《行状》、《遗书》及本传，都有记载。程颐所

撰《明道先生行状》说：“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

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第

页）吕大临在《东见

页）这里的“闻汝南周茂叔论道”，实是从学周敦颐。

游酢《书行状后》所谓“闻道甚早”，也是指此而言。“知先生

行事为最详”的门人刘立之在《门人朋友叙述并序》中说，程颢

“从汝南周茂叔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处

孔孟，从容不勉。”（《二程集》第

录》中亦记有程颢“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

所乐何事”之语。这是二程承认与周敦颐有师生关系的最早记

载，应可相信是事实。大抵二程及其门人都不否认或讳言濂洛

之间的授受关系。朱熹以前，范冲作程颢传，洪迈作程颐传，

第 14 页



。若撰写于熙宁、元年）周敦颐死后

并云从学周敦颐。即令与朱熹同时代的汪应辰，也不否认“南安

问道”的事实。可见，说朱熹、张栻“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

出”，与事实不符。

应当指出，以潘志、《家传》不载二程从游周敦颐之事作

为“未师”说的理由，也是难以成立的。可以设想，潘志撰写当

在熙宁六年（公元

丰年间，则此时程颢在政治上因反对新法而遭贬，在学术上则

其理学思想尚属形成期，未大显于世。若撰写于元祐、绍圣年

间，则程颐处于政治风浪的旋涡之中，虽一度显达，旋即受贬

逐、流放，入元祐党籍，学术亦遭禁止。作为政治上、学术上

有争议的人物，潘志是有理由迴避从游周敦颐的。至于《家

传》不载二程从学之事，那可能因为《家传》叙述的是程珦事

迹，不必旁涉其子师受。

所谓不敬其人，是指二程“终身不甚推濂溪”，往往直称其

字。关于这个问题应该考虑到胡瑗是北宋初期享有盛名的大教

育家，当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安定

学案》，《宋元学案》卷一），受到各界人士的景仰与尊崇。

王安石在《寄赠胡先生》诗中赞颂说：“独鸣道德惊此民，民

之闻者源源来。高冠大带满门下，奋如百蛰乘春雷。”（《临

川先生文集》卷一三）这种看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世人皆称

胡瑗为“安定先生”。而周敦颐所做的不过是主簿、县令、州通

①据度正所撰《年谱》记载，周敦颐死于熙宁六年六月，十一月葬于

“仙居县太君郑氏墓侧，清逸处士潘兴嗣为墓铭”（《周子全书》卷二

是则潘志撰于熙宁六年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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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并且说：“孟轲死，圣人之学不

游太学，时海陵胡翼

判等地方官吏，地位不高。尤其是在二程从学时，周敦颐只是

一名“狱掾”。这或可成为二程不甚推重周敦颐的一个原因。其

二，二程从学周敦颐，既年少，又短暂，师生关系似乎不甚亲

密。而程颐在太学受到胡瑗的礼遇，

之先生方主教导，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

《二程集》第

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朱熹：《伊川先生年谱》，

页）师生之间，相知甚深。程颐与胡瑗治

易，同主义理，不重象数，在学术思想倾向上一致。故而程颐

推重胡瑗甚于周敦颐。其三，师道尊严虽经唐代韩愈大力提

倡，但至宋初未大立。黄震说：“师道之立，自（胡瑗）先生

始。”（《安定学案》引，《宋元学案》卷一）程颢也曾说：

《二程集》第

“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伊川先生年谱》，

页）程颐晚年乃有“程门立雪”的故事。况且，

书》卷一

《语录》乃门人所录，又屡经传抄、整理，直称茂叔也可能与

门人有关。即使对胡瑗，也有多处不称先生。程门弟子有时亦

称二程之字。独以称字责备二程不尊重周敦颐，并非公允之

辞，实是以后人师道尊严的眼光看问题。其四，二程认为自己

的学问主要出于“自得”，是“自家体贴出来”（《

二，《二程集》第

页）。即他们

传”，他们“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

觉斯民”（《明道先生墓表》，《二程集》第

得孔孟不传之正统，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学统与道统相比，

道统更重要。其实，二程对周敦颐并非不尊重。《遗书》、

《外书》中有不少记载，表明二程相当敬佩他们早年的老师。

这里只想举邵伯温在《易学辩惑》中记载的一件事。邵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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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把周敦颐列为遗文》，《二程集》第

说：“异时，伊川同朱公掞访先君（邵雍），先君留之饮酒。

因以论道。⋯⋯先君为之极论天地万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

伊川叹曰：‘平生唯见周茂叔论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条理

也。”（《文集

平生所闻议论卓绝的人物之一。可见，所谓二程不推重周敦颐

只是相对而言。

所谓不传其学，主要是指二程不传《太极图说》和《通

书》。首先应当指出，二程从学时，周敦颐“年甚少”，刚刚三

十岁。此时，周敦颐的主要著作《太极图说》与《通书》尚未

写成，当然谈不上“手授二程”。二程终身未提《太极图说》与

《通书》，固是事实。但此二书确实传自程门。祈宽在《通书

后跋》中说，《通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

朱子发。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

云得之程氏，今之传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旧本于其家，比

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

末也。”据此，《通书》有三种传本：一是侯本，二是尹本，三

是家藏本。除家藏本外，侯本、尹本皆出自程门，且其中含

《太极图》。“图乃手授二程”之说，似不足凭信。但周敦颐的

主要著作却为程门所重。首先治周敦颐著作的是程门弟子。这

不能说与二程尝受学于周敦颐无关。朱熹说，周敦颐所著《易

通》（即《通书》）与《太极图说》“并出程氏，以传于世”

（《通书注》）是有事实根据的。

关于濂洛师承关系，理学家多有评述。朱熹自不必说，这

里仅举一例。清代学者陆世仪说：

两程之学，本于周子。或谓伊川作《明道行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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